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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生态化与数字化趋势同步深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范

式,需要系统性的政策支持。 基于政策组合理论和动态组态视角,分析数字化转型政策组合的构成要素,并以

30 个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为样本,运用动态 QCA 方法探索系统高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前因政策组态

及演化规律。 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政策组合由“政策战略—政策工具—实施情境”构成,其中政策工具根据系

统不同的“转型失灵”划分为 9 种类型;在系统数字化转型启动、扩张和深入期,政策工具的有效组态皆不唯一,

在政策战略指导下形成适用不同省域情境的多样化支持机制;在时间情境维度,核心政策工具既存在 3 个阶段

的主导轨迹,也有某一或两个阶段的转折轨迹,政策工具的互补和替代机制分别呈现混合轨迹和转折轨迹。 研

究结果拓展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视域,丰富了政策组合理论应用情境及实证方法,并为产业数字化实践和

政策优化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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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olicy mix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ecosystem

WANG Hongqi, ZHAO Tianyi, LI Yu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As the trends of industrial ecolog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progress in parallel,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ecosystem has become the core paradigm of industr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hich requires

systematic policy support. Based on the policy mix theoryand dynamic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olicy mixes, and takes 30 provincial new energy vehicle innovation

ecosystems as samplesto explore the antecedent policy configurationsof the ecosystem’ s hi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configurations’ evolution law using the dynamic QCA method.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policy mixes consist of “policy strategies- policy instruments - implementation contexts”, in which policy

instrumentsare subdivided into 9 typ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ansformational failures”; during the start-up,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stages of ecosyste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effective configurations of policy mixes are not unique,

forming diversified support mechanisms applicable to different provincial contextsunder the guidance of policy strategies;

in the dimension of temporal context,corepolicy instruments exhibit both three-stage dominant trajectory and one- or two-

stage turning trajectory,an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chanisms exhibit mixed trajectoryand turning traj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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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This study aims to expand the research horizon of industr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rich the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contexts and empirical methods of policy mixes, and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practice

and policy optimization.

Key words:industrial innovation ecosyste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olicy mix; dynamic QC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数字经济已成为国家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的

主引擎,产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部

分,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培育新的业态[1 - 2],通
过线上线下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产业综合优

势[3]。 同时,产业创新范式向“创新生态系统”范
式持续演进[4],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多类型主

体以及“主体—环境”互动,能够以资源共享、功能

互补、交叉赋能等方式全方位推动产业数字化转

型和持续创新发展[5 - 6]。 因此,产业创新生态系

统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议

题与实践焦点。
然而,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具有高

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系统性的政策组合支

持[7]。 国务院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指出:当
前我国产业数字化生态“大而不强、快而不优”,存
在政策结构不合理、政策工具协调不足、政策供给

滞后于产业数字化转型新需求等问题。 为此,有
必要对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组合

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明晰政策组合的

结构、政策工具类型以及对产业数字化转型不同

阶段的有效支持机制,从而为政策优化提供科学

依据及靶点,加快实现“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和

“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新时期发展目标。
现有研究为理解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

型的政策组合提供了重要基础,总结为以下 3 个方

面研究进展:在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方面,产业

创新生态系统被界定为由“政产学研金介用”等主

体和创新生态环境构成,旨在促进产业创新产出

和综合优势提升的复杂系统[3,8],具有多样共生、
开放协同等特征[9],并在数字化情境下由点及面

地开展数字化转型[10],作为更广泛的可持续转型

的重要部分[11]。 现有研究指出政策作为系统中的

关键要素,能增强系统的多样性、适应性和流动

性[12],为系统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驱动、市场培

育、环境优化等支持[7]。 此外,政策战略与政策工

具的匹配以及不同工具的互补组合是系统中政策

组合驱动力的形成关键[13]。
在数字化转型政策研究方面,现有研究认为

政策目标在于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效率、促进“数
字经济新型举国体制”构建以及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融合[2,14],并对政策工具的类型进行了初步

探讨。 如王雪原等[15] 通过文本计量和主题归纳,
将数字化政策工具划分为要素、流程、应用三个大

类以及数字化人才、技术、基础等 10 项主题;杨巧

云等[16]通过总结归纳将数字化政策工具分为信息

支持、人才培引、标准规范等类型;程翔等[17] 基于

供给—需求—环境侧视角,将数字化转型政策工

具分为目标规划、载体布局、公共服务等类型。
在政策组合研究方面,随着政策组合( policy

mix)理论在创新政策和可持续转型领域的迅速发

展[18 - 19],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系统性的政策组合

视角而不限于政策工具的单一视角,以全面审查

政策战略、工具、情境等要素之间的动态交互[20]。
如 Wang 等[21]分析了我国“双创”战略下政策组合

的有效组态及阶段变化;王昶等[22] 构建了政策组

合“战略—工具”理论框架,并提炼出“自上而下”
与“自下而上”政策战略形成模式;田志龙等[23] 通

过中央至地方政策的文本分析,识别了创新政策

组合的互动特征及作用机制。
尽管现有研究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以下 3 点研

究不足:一是学界虽已强调政策对产业创新生态

系统数字化转型的多重作用,但较少采用政策组

合的理论视角。 Wang 等[21]和邓雨轩等[24]指出政

策组合理论在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应

用潜力较大,有助于形成对政策结构和政策支持

机制的系统性洞察。 因此,有必要结合产业创新

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情境,构建包含政策战略、工
具、情境等要素的政策组合分析框架进行深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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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二是数字化转型政策工具的研究大多基于供

给—需求—环境侧范式或者主题归纳进行分类,
无法充分反映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及各

结构模块在市场失灵、系统失灵和转型失灵面前

的细分政策需求[25 - 26],故有必要从创新生态系统

的结构性视角出发,结合各模块的数字化转型需

求对政策工具科学分类。 三是政策组合的研究多

为理论探析和文本分析,分别解释了“为什么”需

要政策干预以及当前政策“是什么”,但缺乏对政

策组合效果的实证研究,尚不清楚“如何”进行更

有效干预[24]。 实证研究方面,测度政策组合中不

同类型工具的因果复杂性被视为提高实证结果准

确性的关键[21,26]。 这体现了组态的思想:多因素

的组态而非单一因素导致结果;多种组态可能导

致相同结果[27]。 此外,由于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

性,政策工具的有效组态通常在不同阶段呈现差

异,因此需要采取动态组态的方法[28],探索政策组

合与系统的共演规律。
为回应实践需要与当前研究不足,本文首先

基于政策组合理论,结合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

化转型情境,分析数字化转型政策组合的构成要

素,从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性视角划分政策工具

的类型并分析其动态组态效应,据此构建整合性

的研究框架。 然后,以 30 个省新能源汽车产业

(NEVI)创新生态系统为实证对象,运用动态 QCA
方法探索系统高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前因政策工具

组态及演化规律。 选择 NEVI 创新生态系统的依

据在于自 2012 年 NEVI 发展规划出台后,NEVI 的
产学研合作及数字生态不断扩大,智能网联化的

进程加速,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的典

型案例[3],且 NEVI 代表我国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

的战略方向[9],其政策实践不仅具有探索性,还具

有启示性和示范性[13]。 通过总结 NEVI 数字化转

型政策组合的规律,可为其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政策优化的灵活参考。 具体

地,在实证研究中先进行分阶段组态分析,再通过

阶段间对比揭示核心政策工具和互动机制的动态

轨迹,最后构建政策组合支持机制模型并提出实践

启示。 研究旨在丰富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政策组合理

论,促进动态 QCA 方法发展,并为面向产业生态化、
数字化“双化协同”的政策组合优化提供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

(一)数字化转型政策组合的内涵

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是指系统主体

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和研发、制造、服务模式的数

字化升级,满足降本提效和迭代创新的需求,并利用

互补合作、共享示范等方式逐步实现更多主体参与、
全产业领域数字化变革和综合优势构筑的过

程[3,5 -6]。 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作为一项

复杂而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政策组合支持[15 -16]。
结合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情境并借

鉴政策组合理论[18 -20],本文将数字化转型政策组合

界定为:由“政策战略—政策工具—实施情境”3 个

要素构成,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全面、深入的数字化

转型及综合优势持续提升为目标的政策体系。
“政策战略”具体指产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具

有全局性和长期性,功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为各

区域的政策工具设计提供总体方向和战略路

径[18]。 总体方向为产业综合优势的拓展方向,战
略路径遵循“主导优势选择→核心能力培育→综

合优势提升”的战略目标迭代升级[3]。
“政策工具”具体指数字化转型政策工具,是

政策战略的具体执行手段和策略集合[15],可以根

据不同功能划分为多种类型。 不同类型之间存在

“核心—辅助”关系和“互补—替代”关系,综合影

响政策组合的效果[21]。
“实施情境”是政策组合发挥作用的实际场

域[20]。 需重点考虑两个维度:一是空间情境,由于

不同区域的产业基础和创新生态环境存在差异,
地方政府通常配置政策工具的定制化组态[29],体
现因地制宜性;二是时间情境,即政策组合与产业

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协同演化关系[30]。
(二)政策工具的分类

政策工具是政策组合中的核心要素[18,21]。 对

数字化转型政策工具进行科学分类是组态分析的

基础。 为准确反映系统的结构特征及数字化转型

需求,选取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性视角进行分类。
首先,借鉴相关研究[8 - 9],将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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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为科学研究、产品开发、应用服务 3 个创新群落

和创新生态环境。 3 个群落承担不同的创新功能,
生态环境旨在提供资金、基建、制度等支持要素。
为实现系统整体数字化转型,既需要各个群落功

能的转型,也需要生态环境给予对应的转型支

持[6 - 7],即各个结构模块具有不同的转型目标。
在此基础上,引入“转型失灵”(transformational

failure)的概念作为转型目标与政策干预之间的衔

接点[25 - 26],即通过明确各模块转型目标的实现困

境,为与之对应的政策工具提供合理的干预逻辑

以及靶点。 结合现有研究[11,31],“转型失灵”不仅

包括市场失灵、系统失灵等创新过程中的一般性

失灵,还包括反映生态化、数字化特征的方向性失

灵、结构失灵、监管失灵等。 表 1 总结了“结构—
目标—困境—政策”对应关系,其中数字化转型政

策工具分为 9 种类型。
表 1　 数字化转型政策工具分类

系统结构 转型目标 实现困境 政策工具类型(典型干预措施)

科学研究
群落

作为知识生产者,提
供数字化创意、知识
和前沿技术,为系统
整体的转型提供创新
源动力

方向性失灵:囿于与市场之间的 “产业化鸿
沟”,缺乏对转型方向及技术创新方向的科学判
断和具体规划

数字化目标规划(细分领域转型路线图、基础研
究项目、数字技术预测、专利导航行动)

市场失灵:数字技术研发的风险性和外部性导
致自主研发不足

数字技术支持(数字技术研发补贴、税收优惠、
关键技术攻关专项)

产品开发
群落

作为“知识—市场”之
间的桥梁,旨在将数
字化成果转化为应用
技术与新产品,并实
现制 造 环 节 数 字 化
转型

系统失灵:大中小企业、产学研之间互动不足,
数字技术转化渠道不畅,难以为智能制造提供
创新合力

平台体系建设(工业互联网、产学研合作平台、
资源共享及成果转化平台的建设优化;线上线
下平台互联)

人才结构失灵:一是创新环节上,科研环节人才
多于制造环节,难以支撑数字技术转化应用;二
是企业内部,员工数字素养普遍较低

数字化人才引导(产教融合项目、数字技能在职
培训、数字创业导师制、人才引进计划)

应用服务
群落

应用子群落旨在促进
数字 产 品 的 市 场 应
用;服务子群落旨在
通过服务数字化驱动
产业数字化

供需结构失灵:一是“产品—需求”不匹配,数
字产品的市场接受率低;二是“创新—服务”不
匹配,服务机构多提供传统中介服务,难以为产
业数字化提供匹配的转型支撑服务

数字化市场培育(数字产品的政府采购、补贴及
应用示范)

数字化服务创新(数字化创新券、转型支撑服务
认定奖励及运营支持)

创新
生态环境

为三类群落的数字化
转型的顺利启动、扩
张及长期优化提供匹
配性的环境要素支持

融资机构对数字经济业态缺乏投资经验和市场
预测能力,投融资意愿弱

数字化金融支持(产业数字化投资引导基金、政
府直接融资及担保)

基础设施失灵:建设成本高、周期长且投资回报
率低,需要政府介入

数字化基础建设(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传统基
础设施数字化升级)

监管失灵:数字经济相关标准、法律法规等监管
体系尚不健全,无法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数字经济监管(数字技术及产品标准、新业态的
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治理)

　 　 (三)政策工具的动态组态效应

根据政策战略的引导作用和具体的“时空”情
境,数字化转型政策工具呈现因果复杂性和阶段差

异性两个核心特征,从而能够在系统中形成一种动

态组态效应[28]:①“组态效应”由因果复杂性决定,
表现为在政策战略的宏观引导下,政策工具之间的

交互作用(interaction)以及在不同区域的产业创新

生态系统中呈现的多重等效性 ( equifinality) 组

态[21],由此形成对系统转型的多样化支持机制以及

不同工具的互补、替代机制;②“动态”由阶段差异

性决定,表现为政策工具的有效组态随系统发展阶

段而转变,以及时响应政策战略和系统各主体数字

化需求的时间情境变化[13,30],由此形成不同政策工

具及其互补、替代机制的动态轨迹。
因此,采取动态 QCA 方法识别系统高数字化

转型绩效(政策目标)的前因政策工具组态,并根

据组态模式分析“战略—工具—情境” 的匹配关

系,是深入理解这一动态组态效应的关键。
(四)研究框架

综上分析,构建了本文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该框架清晰刻画了数字化转型政策组合的构成要

素,并将政策工具的动态组态效应视为政策组合

分析的核心[18,21],不仅有助于揭示 9 种政策工具

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高数字化转型绩效(政策目

标)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而且强调了政策工具的

组态在产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宏观引导下随空间

情境(不同区域差异)和时间情境(系统阶段差异)
的演变特征。 因此,该框架结合了“动态”与“组态

效应”的思想,有助于开展细粒度的实证研究,科
学指导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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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框架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选择动态 QCA 中的多时段 fsQCA(模糊集定

性比较分析) [28],其原因:①fsQCA 能够识别目标

结果出现的前因组态[27],捕捉政策工具的交互作

用,且模糊集的引入提高了变量测度的精度;②
fsQCA 秉承多重等效性原则,能够识别政策工具在

不同空间情境中的多样化组态,并明晰其中的“核
心—辅助”及“互补—替代”关系;③相比静态组态

视角,多时段 fsQCA 能揭示政策组合中的主导、转
折或混合轨迹[28,32],深入分析其在时间情境中的

演变规律。
(二)样本选择

基于典型性和启示性原则选择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NEVI)创新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3,13],并
进一步选取 30 个省 NEVI 创新生态系统为具体的

研究样本,其原因如下:①在“央地双层”治理模式

下,省政府作为各省产业发展的链长,能够在政策

实践中彰显个性 [15] ,有助于本文从省际对比中

识别政策组合的多种组态并总结规律,为省际

政策学习和政策组合优化提供指导。 ②我国共

34 个省级单位,删除数据缺失较多的港、澳、台
和西藏后保留 30 个样本,与 QCA 建议的中样

本数量匹配 [27] ,有助于研究深度与广度的同步

提升。

(三)数据收集

政策收集包括以下 3 个步骤:①在国务院及各

部委官网上查询产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根据各项战

略的出台时间将 NEVI 创新生态系统划分为数字化

转型启动、扩张和深入期,如图 2 所示。 通过对各阶

段政策战略进行解读,确定了用于检索政策文本的

关键词,如启动期的关键词包括“互联网 + ”“车网

融合”“两化融合”等。 ②在北大法宝数据库检索各

省 NEVI 政策,并在各省政府官网上补充检索,范围为

2012 -01 -01—2022 -12 -31,获得 30 个省的政策文

本 319 份。 ③通过逐一筛选,剔除关联较弱的工作条

例和批复,保留 231 份政策文本用于后续分析。
此外,查询 30 个省 NEVI 领域的数字技术发

明专利申请数,用于反映 NEVI 创新生态系统数字

化转型绩效[15,33]。 其原因在于数字技术发明专利

能直观反映数字技术的创新及应用扩散情况,与
系统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能力、创新辐射范围

及由此形成的综合优势水平密切相关[3 -4,34],且与

专利授权相比,专利申请更能体现当年的创新活跃

度,与新政策存在更低的滞后性。 数据来自于智慧

芽专利数据库,范围为 2012 - 01 - 01—2022 - 12 -
31。 借鉴 Liu 等[33] 数字技术专利筛选方法清洗数

据。 专利权人包括政产学研等多类主体以充分反映

系统主体的多样性及生态合作关系[3]。 联合申请

专利同时计入多个专利权人所属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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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NEVI 创新生态系统发展阶段及各阶段的政策战略

　 　 (四)变量测度与校准

前因变量上,使用政策文本量化方法测度数

字化转型政策工具[29]。 首先对政策文本中的干预

措施进行编码,再按照 9 种政策工具归类,并从政

策发布形式、政策目标、支持类型 3 个维度衡量政

策力度[35],量化标准见表 2。 该过程由两组团队

成员背对背进行,对不一致的条目集中讨论出统

一结果,示例见表 3。
表 2　 政策力度量化标准

分数 政策发布形式 政策目标 政策支持类型(示例)

5 分 法律、法规
目标明确,有具体
措施且详细阐述

全面布局型 (全方
位推动成果转化)

4 分 规章、条例
目标明确,有具体
措施且简单阐述

重点支持型 (支持
元宇宙场景应用)

3 分
规划、 规 定、
决定、纲要

目标较明确,有具
体措施但无阐述

制度建设型 (建立
服务及监管体系)

2 分
意见、 办 法、
方案、计划

目标较明确,无具
体措施

方向引导型 (设立
技术攻关方向)

1 分
通知、 公 告、
细则

目标模糊,无具体
措施

鼓励劝诫型 (鼓励
企业打造云平台)

表 3　 政策编码和量化结果(示例)

政策文本 干预措施(编码) 对应
政策工具

量化分值

形式 目标 类型

黑龙江省“十
四五” 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

加快前沿基础研究,重点
开展 AI 基础理论、视觉
认知计算理 论 等 研 究
(HLJ - 22 - 5)

数字化目
标规划

3 4 4

上海市加快
NEVI 发展
实施计划

实施一批自动驾驶新基
建工程和智慧道路建设
工程,全面推进智能基建
(SH -21 - 16)

数字化基
础建设

2 3 5

天津市促进
智能制造发展

条例

鼓励企业加强数字技能培
训,培养掌握先进技能的
应用型人才(TJ -21 -18)

数字化人
才引导

4 2 1

注:编码方式为“省份—政策颁布年份—干预措施”,如 HLJ - 22 -
5 指黑龙江省 2022 年政策文本中第 5 条措施。

将 3 个维度的量化分值进行聚合[35],得到对

应政策工具的分数,如式(1)所示。

TP it = PF it × PG it × PTit (1)
式(1)中,TP it表示第 t 年政策工具 i 的分数,t

取值为 2012—2022, i 取值为 1 - 9;PF it、PG it 和

PTit分别表示政策形式、目标、类型的量化分值。
由此得到各省政策工具 i 的历年分数。 若同

年政策文本中出现对应同一工具的多条措施,仅
选取最高分以避免重复计算。 考虑政策效果的持

续性[13],将政策工具 i 的历年分数累加[35],得到

截止到第 N 年的总得分 STP it,如式(2)所示。

STP it = ∑
N

t = 2012
TP it (2)

取 N 值为 2015、2019 和 2022,得到政策工具 i
对应 3 个阶段的分数。 计算时根据政策废除情况

针对性调整。
结果变量上,对各省 NEVI 领域数字技术发明

专利按 2012—2015 年、2016—2019 年和 2020—
2022 年时间段分别求和,用于测度其 NEVI 创新生

态系统 3 个阶段数字化转型绩效。
综上所述,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测度方法

如表 4 所示。
表 4　 变量测度方法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测度方法(步骤) 参考文献

前因变量
数字化转型
政策工具
(9 种)

步骤一:政策文本编码及
归类

Wang 等[21];
杨伟等[29]

步骤二:政策力度量化及聚
合,利用式(1) 分别计算 9
种工具的历年分数

程翔等[17];
李冬琴[35]

步骤三:政策工具的分数汇
总,利用式(2) 分别计算 9
种工具的 3 个阶段分数

武建龙等[13];
李冬琴[35]

结果变量
NEVI 创新生
态系统数字化
转型绩效

将各省 NEVI 领域的数字技
术发明专利数量按 3 个阶段
累计求和

王雪原等[15];
Liu 等[33];
Massaro[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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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进行变量校准,采用直接校准法将 3 个

锚点设为上四分位数、中位数和下四分位数[29],如
表 5 所示。

表 5　 变量校准锚点

变量
启动期 扩张期 深入期

完全
隶属

交叉点
完全

不隶属
完全
隶属

交叉点
完全

不隶属
完全
隶属

交叉点
完全

不隶属
Planning 60 18 9 110 65 25 140 112 70
Technology 28 12 8 56 44 28 94 76 55
Platform 30 22 12 89 50 25 125 87 58
Talent 28 21 10 54 37 21 94 63 42
Market 58 19 9 71 41 26 89 65 51
Service 32 20 16 62 46 33 100 75 49
Finance 29 22 12 72 41 23 103 73 54

Infrastructure 56 20 11 85 37 20 106 68 39
Regulation 30 19 13 55 43 32 87 63 52
Performance 12 5 2 29 9 4 55 13 6
注:变量的含义为数字化目标规划 ( Planning),数字技术支持
(Technology),平台体系建设(Platform),数字化人才引导(Talent),
数字化市场培育(Market),数字化服务创新(Service),数字化金融
支持(Finance),数字化基础建设( Infrastructure),数字经济监管
(Regulation),数字化转型绩效(Performance)

四、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必要条件分析

运用 fsQCA 3. 0 软件先对单一的前因变量(及
其非集)进行必要性检验[27],结果见表 6(括号内

为非集的一致性与覆盖度)。 所有前因变量的一

致性和覆盖度都低于 0. 9,说明都不是 NEVI 创新

生态系统高转型绩效的必要条件,需进一步探究

前因变量的组态效应。
(二)分阶段组态分析

遵循现有研究[15,27],将频数阈值设为 1,一致

性和 PRI 阈值设为 0. 8 和 0. 7。 本文选择汇报中

间解,并参考简约解区分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29],

结果见表 7。
表 6　 高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必要条件分析

前因变量
启动期 扩张期 深入期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Planning 0. 801
(0. 274)

0. 716
(0. 209)

0. 859
(0. 237)

0. 834
(0. 216)

0. 786
(0. 321)

0. 673
(0. 299)

Technology 0. 849
(0. 195)

0. 756
(0. 169)

0. 697
(0. 416)

0. 652
(0. 373)

0. 604
(0. 492)

0. 531
(0. 448)

Platform 0. 505
(0. 564)

0. 432
(0. 455)

0. 886
(0. 224)

0. 809
(0. 205)

0. 761
(0. 356)

0. 689
(0. 314)

Talent 0. 533
(0. 604)

0. 432
(0. 514)

0. 557
(0. 536)

0. 500
(0. 511)

0. 809
(0. 313)

0. 757
(0. 268)

Market 0. 881
(0. 277)

0. 779
(0. 221)

0. 708
(0. 413)

0. 682
(0. 361)

0. 754
(0. 329)

0. 655
(0. 303)

Service 0. 496
(0. 618)

0. 432
(0. 489)

0. 601
(0. 508)

0. 575
(0. 445)

0. 829
(0. 306)

0. 763
(0. 266)

Finance 0. 669
(0. 466)

0. 569
(0. 378)

0. 878
(0. 262)

0. 854
(0. 233)

0. 767
(0. 383)

0. 699
(0. 335)

Infrastructure 0. 888
(0. 305)

0. 769
(0. 243)

0. 859
(0. 261)

0. 804
(0. 231)

0. 812
(0. 314)

0. 708
(0. 289)

Regulation 0. 586
(0. 488)

0. 481
(0. 410)

0. 609
(0. 484)

0. 549
(0. 449)

0. 851
(0. 274)

0. 772
(0. 242)

在 3 个阶段的结果中,单个组态和总体解的一

致性均高于 0. 8,说明所识别的组态都是高绩效的

充分条件集;总体覆盖度均高于 52. 7% ,说明这些

组态共同解释了大多数高绩效案例[27]。 其中,原
始和唯一覆盖度均高于 11. 8% ,证明了政策工具

的因果复杂性,即存在多重等效性组态适用于不

同情境[29]。 下面先逐一对 3 个阶段进行分析,探
讨政策工具在不同空间情境的多样化支持机制及

不同工具的互动(互补与替代)机制,再从时间情

境维度进行阶段间对比分析。
表 7　 高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前因组态

前因变量
启动期 扩张期 深入期

A1 A2 A3 B1 B2 B3 C1 C2
Planning � � � � �

Technology � � � � � � �

Platform � � � �

Talent � � �

Market � � � � �

Service � � � �

Finance � � � � �

Infrastructure � � �

Regulation � � �

一致性 0. 935 0. 946 0. 887 0. 861 0. 952 0. 923 0. 914 0. 851
原始覆盖度 0. 248 0. 239 0. 161 0. 194 0. 321 0. 247 0. 438 0. 281
唯一覆盖度 0. 173 0. 194 0. 121 0. 123 0. 118 0. 132 0. 216 0. 125
总体一致性 0. 924 0. 901 0. 874
总体覆盖度 0. 527 0. 613 0. 562

组态命名 均衡布局型
技术—金融

驱动型
人才—市场

培育型
重点支持型

技术—平台
赋能型

平台—市场
规制型

服务—金融
引导型

技术—基建
重构型

注:●表示条件存在,�表示条件缺失;大小圈分别表示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空白表示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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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化转型启动期

3 个启动期组态共享 Planning 这一核心政策

工具而在其他工具上表现不同。 根据组态特征依

次命名,以突出彼此的差异性。 A1 中,几乎全部工

具都存在且未出现缺失条件。 这反映了在“互联

网 + ”“两化融合”等政策战略的引导下对产业生

态各个领域(技术、平台、服务等)的数字化转型进

行均衡布局的政策支持机制,故命名为“均衡布局

型”。 典型案例为上海、北京、浙江和广东。 A2
中,Technology 和 Finance 成为该组态独特的核心

工具。 这反映了以创新链与资金链的数字化协同

为转型关键动力的政策支持机制[17],故命名为

“技术—金融驱动型”。 典型案例为陕西、湖南和

山东。 A3 中,Talent 和 Market 成为独特的核心工

具。 这反映了通过培育数字化人才和早期市场形

成“推拉并举”效应的政策支持机制,故命名为“人
才—市场培育型”。 典型案例为湖北和安徽。 进

一步比较 3 个组态对应案例,发现组态模式与各省

的主导优势存在适配关系:一些东部省份依托数

字资源禀赋、应用场景丰富、创新体系完善的“系
统类”主导优势[3],能够以更低的门槛和面向更多

场景实施“均衡布局型”组态;中西部省份由于发

展不均衡,大多选择“要素类”主导优势作为响应

政策战略的突破口,通过“技术—金融驱动型”或

“人才—市场培育型”组态支持产业数字化由点及

面地快速起步。
在互动机制方面,Planning、Technology 和 Infrastructure

在 A1 ~ A3 中稳定组合,说明三者的互动能够形成

一种互补机制,协同应对转型早期的方向性失灵、市
场失灵和基础设施失灵[25 -26];Platform 和 Service、
Talent 和 Finance 两种组合交替存在,说明彼此形成

双向替代机制,虽然功能等效但须结合省域情境而

灵活选择。
2. 数字化转型扩张期

在扩张期组态中,B1 的特征是核心工具较多

且未出现协调不足的缺失情况,这反映了一些省

份在“5G + ”“智能网联”等政策战略的引导下根据

本区域需求而设立重点支持领域并加强协调的政策

支持机制,故命名为“重点支持型”。 典型案例为天

津、重庆和山西。 B2 中,Technology 和 Platform 发挥

核心作用,并辅以 Planning 和 Service。 这反映了在

目标规划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并依托

平台网络效应和服务集成功能增强赋能效果的政策

支持机制,故命名为“技术—平台赋能型”。 典型案

例为北京和江苏。 B3 的核心特征是 Platform、
Market 和 Regulation 联合发挥核心作用。 这反映了

对平台商业模式、市场新业态进行规范化干预的

支持机制,故命名为“平台—市场规制型”。 典型

案例为上海、广东、山东和湖南。 进一步比较组态

对应案例,并结合扩张期“核心能力培育”的战略

目标[3],发现启动期曾采取截然不同组态的省份,
面对扩张期普遍面临的技术瓶颈、治理低效、合作

刚性等问题,大多选择“技术—平台赋能型”或“平
台—市场规制型”调整政策,旨在培育基于平台技

术重组、分布式治理与迭代创新的核心能力;而启

动期采取“人才—市场培育型”的省份,不再作为

扩张期的高绩效案例,说明这些省的政策工具组

态与战略目标发生错配,未能依托原先具备的主

导优势培育核心能力。
在互动机制方面,Planning 和 Platform 在 B1 ~

B3 中稳定组合,说明二者互补机制有助于各省响

应宏观战略引导(如国务院于 2017 年提出“形成

多层次、系统化平台体系”),为本区域平台体系建

设提供可操作性目标与精准扶持,确保产学研合

作、企业“上云用数赋智”等有序推进;Technology
和 Regulation 在 B2、B3 中交替发挥核心作用,且辅

助工具不同。 这说明二者替代机制的形成需要与

之配套的多类工具支撑,否则在实践中很难任择

其一并激发组态效应。
3. 数字化转型深入期

深入期组态中,C1 以 ~Planning、Service 和 Finance
联合发挥核心作用为特征。 这反映了在更加开放

的政策环境中引导广泛生态伙伴提供跨界创新服

务以及多元化融资模式的政策支持机制,故命名

为“服务—金融引导型”。 典型案例为广东、上海

和安徽。 C2 中,Technology 和 Infrastructure 发挥核

心作用。 由于二者启动期的互补机制在扩张期一

度消失,其重新结合反映了以技术体系跨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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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基础设施建设为新时期战略重点的政策支持

机制,故命名为“技术—基建重构型”。 典型案例

为北京、浙江和湖北。 进一步比较发现少数东部

省份(北京、广东、上海)在 3 个阶段皆为高绩效案

例,说明其政策工具组态能够有效支撑“主导优势

选择→核心能力培育→综合优势提升”的战略

目标循序升级 [3] 。 在当前转型深入期,这些省

份在适配性的政策支持下对核心能力深度开发

和利用,巩固提升了不同类型的综合优势(如广

东的要素集聚优势、上海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优

势) ,以优先把握技术融合趋势与蓝海市场,适
应未来竞争。

在互动机制方面,组态中的互补不明显,但 Service
和 Finance(C1)与 Planning、Platform、Infrastructure 和

Regulation(C2)的组合交替存在。 与前两阶段相

比,互补机制的消失和替代机制的变化说明当前

各省政策实践中尚未涌现普适有效的互补方案,
替代方案亦不成熟。 因此,“十四五”中后期各省

应深化政策创新,尽快探索出可借鉴、易推广的互

补和替代方案,以多元化路径推动 NEVI 创新生态

系统深度转型。
(三)阶段间组态分析

在分阶段分析基础上,从核心政策工具和互

动机制两个方面分析政策组合在时间情境中的动

态轨迹。 根据动态组态理论,若某种要素(条件、
关系、机制等)在多个阶段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则
称为主导轨迹;若占据主导地位的要素发生明显

转变(如启动期的核心工具在扩张期不再是核心,
其他工具成为新的核心),则称为转折轨迹;若两

种要素在多阶段反复占据主导地位,以交替或组

合方式产生影响,则称为混合轨迹[28,32]。 动态轨

迹判定结果见表 8。
表 8　 核心政策工具和互动机制的动态轨迹

前因变量
启动期 扩张期 深入期 动态轨迹判定结果

A1 A2 A3 B1 B2 B3 C1 C2 启动期 扩张期 深入期 轨迹类型

Planning � � � � � 是 是 转折

Technology � � � � � � � 是 是 是 主导

Platform � � � � 是 转折

Talent � � � 是 转折

Market � � � � � 是 是 转折

Service � � � � 是 转折

Finance � � � � � 是 是 是 主导

Infrastructure � � � 是 是 转折

Regulation � � � 是 转折

互补机制 (X) Planning × Technology ×
Infrastructure(Xa) Planning × Platform(Xb) — Xa Xb Xa + Xb

(C2 中) 混合

替代机制 (Y)
Platform × Service

←→
Talent × Finance(Ya)

Technology
←→

Regulation
(Yb)

Service × Finance
←→

Planning ×
Platform ×

Infrastructure ×
Regulation(Yc)

Ya Yb Yc 转折

注:“是”表示政策工具在对应阶段组态中至少作为核心条件存在一次。

1. 核心政策工具的动态轨迹

表 8 显示核心工具既存在稳定的主导轨迹,也
有某一或两个阶段的转折轨迹。 Technology 和

Finance 的主导轨迹说明:政策对于数字技术、数字

化金融的连续性支持对 NEVI 创新生态系统数字

化转型发挥关键作用。 一方面,在数字技术研发

补贴、税收优惠等支持下,数字技术一是向 NEVI
核心技术逐渐渗透,推动了“三电”技术数字化升

级(启动期),二是与 NEVI 技术体系广泛融合,拓

展了“智能 + NEVI”应用场景(扩张期),三是进一

步发挥对 NEVI 技术体系的重构作用,基于智能网

联等“新三横”促进 NEVI 与关联技术领域融通创

新(深入期)。 另一方面,随着大数据普惠金融、数
字化投资引导基金等政策持续完善,NEVI 创新生

态系统不断提升“创新链—资金链”的数字化协同

度,充分发挥数字化金融对数字技术渗透、融合、
重构活动的全过程支撑及催化作用[17]。

其他工具呈现转折轨迹,对最明显的转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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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仅出现一个“是”的四类工具)重点分析。
首先,启动期的核心工具 Talent 自扩张期转折

为非核心工具,说明数字化人才政策在转型初期

尤为重要。 如山东 2012 年提出“企业与高校进行

人才共建”以促进 NEVI 智能化领域“应用型人才

培养”。 这有助于形成人才校企对接、导师学徒互

动的自循环,能够在转型中后期延续并随着互补

性政策的完善而加强[21],故不需要人才政策过度

干预。
其次,前两阶段的辅助工具 Service 在深入期

转折为核心工具,说明 NEVI 创新生态的深度转型

需要完善与之对应的服务生态。 如广东省在 2021
年提出“培育一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并加

快“车联网服务等新兴场景”的服务模式探索。
最后,Platform 和 Regulation 呈现两次转折,仅

扩张期作为核心工具,说明具有承上启下作用。
一方面,在车联网平台、研发制造云平台建设等政

策支持下,NEVI 能够实现研发模式协同化转型,
制造模式智能化升级和服务模式向用户主导型迭

代,以协同提升转型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面对

日益增多的数据滥用、新产品标准不一和平台搭

便车等现象,数据确权管理、数字经济标准建设、
平台监管规范等政策能够及时应对监管失灵,化
制度障碍为特色制度优势。

2. 互动机制的动态轨迹

表 8 显示互补机制在 3 个阶段呈现混合轨迹,
而替代机制呈现转折轨迹。 具体地,分别主导前

两阶段的互补机制 Xa、Xb 在深入期同时出现,说
明二者能够以“交替→组合”的模式促进系统持续

转型。 这一混合轨迹也映射出各省政策实践中的

多元化路径。 如在启动期,一些省份率先出台了

支持数字技术研发、数字基建的政策并设立了专

项规划(即成功建立互补机制 Xa),如江苏省在

2013 年提出“突破云计算关键技术”、布局“数据

中心等基础设施”并设立“信息化示范工程”。 而

有的省份由于忽视对数字技术、基建的协同支持,
或未设立清晰的目标规划而导致转型起步较慢。
此外,虽然一些省份的扩张期政策实践不理想(即

未能建立互补机制 Xb),但在深入期积极把握新

一轮跨界机会,为关联产业的融合创新提供目标、
平台、基建等系统性支持(即 Xa + Xb)。 如浙江省

在 2021 年设立 NEVI 跨界融合工程,并在工业互

联网、车路协同基建等领域同步布局。 这种更广

泛互补机制的成功探索,正推动 NEVI 迈入与智能

手机、智慧能源、智慧交通等联动发展的新阶段,
提升“生态互融型”综合优势。

此外,3 个阶段替代机制的转折轨迹明显,不
存在交替或组合规律。 这证实了政策组合内部的

多重替代性及动态变化[18 - 19],各省政府应明晰工

具之间的替代机制及其演变轨迹,避免政策设计

的冗余和潜在矛盾。
(四)稳健性检验

遵循现有研究[27],首先选择替代性的校准锚

点,将交叉点调整为 45% 和 55% 。 45% 锚点的组

态不变,55%锚点产生了一种新组态(与 A2 区别

在于 Talent 和 Infrastructure 从组态中消失),同样

可以用“技术—金融驱动型”解释;其次,将一致性

阈值从 0. 8 提升至 0. 9,组态无实质性变化。 综

上,组态分析结果具有较强稳健性。
(五)政策组合支持机制模型

基于组态分析与总结,构建产业创新生态系

统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组合支持机制模型,如图 3 所

示。 该模型系统性呈现了“战略—工具—情境”要
素与政策目标的关系,并且将政策工具视为核心

要素。 通过揭示不同政策工具在宏观战略引导和

政策目标牵动下的多样化支持机制及在“时空”情
境中的演变规律,图 3 不仅有助于解释其有效组态

“是什么”和“为什么”需要因地制宜、增强协调和

动态调整,而且为区域政府“如何”优化政策提

供了具体靶点。 ①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各个转型

阶段的有效组态模式;②不同工具之间的互补

与替代机制;③核心工具和互动机制的动态轨

迹。 因此,图 3 在验证图 1 研究框架中理论关

系的同时,也能为不同区域、不同转型阶段的产

业创新生态系统提供政策优化思路及针对性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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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组合支持机制模型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1)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高

度复杂性,需要政策组合支持。 数字化转型政策

组合由产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数字化转型政策工

具、实施情境 3 个要素构成,以促进系统全面深入

的数字化转型及综合优势提升为政策目标。 其

中,数字化转型政策工具通过响应政策战略的宏

观引导,能够在系统“时空”情境中形成动态组态

效应。
(2)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结构性视角,数字化

转型政策工具包括数字化目标规划、数字技术支

持、平台体系建设、数字化人才引导、数字化市场

培育、数字化服务创新、数字化金融支持、数字化

基础建设、数字经济监管等 9 种类型,分别对应科

学研究、产品开发、应用服务群落和创新生态环境

的“转型失灵”困境。
(3)NEVI 创新生态系统的实证研究表明,在

系统数字化转型启动期、扩张期和深入期,政策工

具的有效组态皆不唯一,形成了适用不同省域情

境的多样化支持机制以及不同工具之间的互补和

替代机制。 其中,政策工具组态与政策战略保持

长期一致性的省份能在各阶段的政策探索中抢占

先机,促进综合优势持续提升。 在时间情境维度,
核心政策工具既存在 3 个阶段主导轨迹,也存在某

一或两阶段的转折轨迹;互补和替代机制分别呈

现混合轨迹和转折轨迹。 基于实证结果构建的政

策组合支持机制模型能够为后续研究和实践提供

多重启示。
本文理论贡献如下:一是将产业创新生态系

统数字化转型视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范式,
拓展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视域[4 - 6],丰富了

政策 前 因 与 数 字 化 转 型 绩 效 的 因 果 关 系 研

究[7,12];二是推动了政策组合理论在产业数字化

转型情境的拓展应用[24,26]。 本文创造性提出数字

化转型政策组合的概念,不仅为后续研究提供了

从“战略—工具—情境”多维度剖析数字化转型政

策的系统性视角和框架,也弥补了政策组合效果

和机制的实证研究不足[18 - 21];三是促进了动态

QCA 方法发展。 本文响应了将时间情境、动态轨

921

企业管理与项目管理　 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组合研究



迹纳入组态分析以深化研究见解的呼吁[27 - 28],并
且证明了政策组合与动态 QCA 方法的研究契合

性,以启发未来对更广泛政策组合研究议题的动

态组态分析。
(二)实践启示

政策建议方面,中央政府应针对具体产业数

字化转型需求,制定面向产业生态化、数字化“双
化协同”的政策战略。 战略制定过程中,应充分发

挥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带来的制度优势,依托新组

建的中央科技委、科学技术部、国家数据局等机构,
加强对产业转型中重大科技任务和制度建设(如关

键共性数字技术研发、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的针对

性战略指导,并促进中央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

“国家战略合力”推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
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区域产业生态的“时空”情

境,对各类数字化转型政策工具灵活组合:一是加

大核心政策工具的实施力度,既要发挥数字技术

研发、金融支持等“主导轨迹型”政策的持续驱动

力,也要及时响应国家战略调整,确保平台建设等

“转折轨迹型”政策在产业转型不同阶段予以针对

性支持。 尤其在“十四五”中后期,许多产业正迈

入转型深入与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地方政府应优

化“揭榜挂帅”的融合技术突破创新机制,并在数

字化服务模式创新、综合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加大政策支持,以进一步优化产业创新生态、服务

生态和数字营商环境。 二是加强跨区域的政策学

习和政策联动,从先进省份的政策实践中学习有

效的政策工具互补方案,同时加快建立数字经济

重点产业的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旨在通过政策

联动和资源联动发挥各区域的特色优势,以“错位

互补”方式实现创新要素的跨区域优化配置。 三

是建立政策评估与动态反馈机制,采取系统性的

评估范式测度政策组合整体效果,并通过周期性

反馈推动政策创新。
管理启示方面,企业应灵活运用数字化转型

政策组合加快转型发展。 一是借助政企交流、政
策发布与解读等平台,提高对产业数字化转型战

略以及具体政策工具的理解。 二是学会搭乘政策

快车,将企业战略向政策重点支持的方向与领域

靠拢。 三是根据政策支持机制的阶段差异而及时

调整战略,即在转型启动期加强基础性数字技术

研发以及数字化人才、金融等配套支持;在扩张期

积极嵌入数字平台网络,依托工业互联网和产学

研协同创新平台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和成果转化;
在深入期扩大与跨界伙伴的合作,以融合应用和

未来产业竞争为双导向,开展场景驱动型创新和

前沿探索型创新,以持续提升企业综合优势并带

动产业生态高质量发展。
本文研究仅选取 NEVI 单一产业进行实证,结

论的外部效度需通过更多产业进行检验。 未来还

可以将政策组合的均衡性、不确定性等特征纳入

研究框架,以更加深入地分析政策组合对产业创

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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